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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城市的基础科研发展评估：
基于深圳的实证分析

唐　莉　胡光元　刘维树　杨寓涵　赵　炜＊

【摘要】在知识经济崛起的今天，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正成为世界各国及地

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的科技创

新长期保持着迅猛发展的势头。深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从更高层

次上对基础创新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但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深圳基础创新能

力的研究并不多，对其基础研究发展的实证分析更是罕见。为填补这一空白，

论文以 “定量开路、工具辅助”的研究方法，从科研产出、基础创新能力、科

研国际影响力三个视角对深圳基础科研与创新的现状及动态进行分析，并结合

深圳实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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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产业与技术创新，产业与技术创新的源泉则来自

基础研究 （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５９；Ｐｒｅｔｔｎｅｒ　＆ Ｗｅｒｎｅｒ，２０１６；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

尽管一些学者对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发明再到成果转化产生社会经济利益的线性

创新模式 （Ｂｕｓｈ，１９４５；Ｄｏｄｇｓｏｎ　＆ Ｒｏｔｈｗｅｌｌ，１９９４）持有保留甚至质疑态度

（Ｋｌｉｎｅ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６），但基础研究对提升创新绩效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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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日益得到广泛验证并获得共识 （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９３；Ｆａｇｅｒ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０；严成樑、龚六堂，２０１３；胡志国等，２０１３）。作为提升原始创新

能力的根本途径，基础研究通过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两种机制为本地区的科技

创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知识和动力源泉。一方面基础研究的新知识和新发

现通过转入到应用研究、技术和产品开发，直接实现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基础

研究进程中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研发人员为创新提供后续智力支持 （Ｓａｌｔｅｒ　＆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１；Ｓｔｅｐｈａｎ，１９９６；杨立岩、潘慧峰，２０１１；万钢，２０１３；杨卫，

２０１３）。

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推进具有至关重要且无可取代的作用。作为技术进步的

先行官，基础研究本身的公共产品特征可能带来 “市场失灵”，使得单纯的市场

调节机制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加以矫正 （Ｎｅｌｓｏｎ，

１９５９；Ａｒｒｏｗ，１９６２；Ｆａｇｅｒ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积极服务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创新发展主流理论，

不管是 “模式２”知识生产分析框架 （Ｇｉｂｂｏｎ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三螺旋理论

（Ｅｔｚｋｏｗｉｔｚ　＆ Ｌｅｙｄｅｓｄｏｒｆｆ，１９９５，１９９７），还是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１９８７；Ｌｕｎｄｖａｌｌ，１９８８；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９３）、亦 或 区 域 创 新 系 统 理 论 （Ｃｏｏｋｅ，

１９９２），也一再提醒人们，政府在基础研究和创新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知

识经济的今天，经济可持续发展日益依赖于包括科研机构在内的各创新主体之

间的合作互动与知识扩散。随着一系列研究揭示地理空间上的相邻有助于隐形

知识的创造、发展与扩散 （Ｐａｖｉｔｔ，２００２；Ｊａｆｆｅ，１９８６，１９８９），人们逐渐认识

到地方政府 （而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支持基础研究在区域创新发展中的巨大推

动作用 （Ａｓｈｅｉｍ，２００２；Ｃｏｏｋｅ，１９９２）。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前沿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有着其他国际城市发展无

可比拟的创新优势 （陈搏，２０１７；钟坚，２００９）。发挥特区立法的优势，深圳政

府先后制定出台了 《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深发

〔２００６〕１号）、《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 （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四四号）、《关于加强自主创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若

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深府 〔２００８〕２００号）、《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的若干措施》（深府 〔２０１２〕１２３号）等一系列促进基础研究和创新发

展的政策法规及相关配套措施。

比如在２００６年 《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中，

深圳就明确提出了 “提升源头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公共基础平台”的战略方针，

８４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创新国家与创新政策专栏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鼓励深圳市与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院所、企业建立联合开发机制，加快建设

“深港创新圈”，促进创新要素的流动。在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上，深圳市政府

也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来强化战略性基础研究方向的投资。比如，２００９年印

发的 《深圳生物产业振兴发展政策》 （深府 〔２００９〕１７９号）提出：自２００９年

起深圳将在７年内投资３５亿元设立生物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发展生物医

疗、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等产业领域，将深圳建设成为我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生

物产业基地。２０１１年出台的 《深圳新材料产业振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深府 〔２０１１〕１２３号）和 《深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振兴发展政策》 （深府

〔２０１１〕２１０号）提出培育和建设关键新材料研发和基础研究，设立专项资金资

助提升信息技术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和创新能力。

有目共睹，深圳在研发投入、基础研究和创新产出方面均取得了瞩目成就。

国家统计局年鉴和深圳市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深圳市政府近年来在科技投入

的力度增幅显著。２００９年深圳市Ｒ＆Ｄ经费为２８０亿元，２０１５年则达到７３２亿

元。随着Ｒ＆Ｄ经费的快速增长，深圳用于基础研究资金的投入也逐年增加，从

２００９年的６．８３亿元增加至２０１５年的６７亿元。基础研究占同期Ｒ＆Ｄ的经费比

例从２００９年的２％增加到９％，是２０１５年全国平均基础研究投入比例的近１．６

倍，已接近世界主要创新国家１０％的水平 （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６；深圳市统计

局，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２０１６）。从科研产出上看，深圳市

过去十年的基础研究发表持续提升，多篇文章发表在 《科学》《自然》等国际顶

级学术杂志。重大基础成果不断涌现，仅十二五以来已有多项成果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和自然科学奖 （许勤，２０１７）。在专利申请方面，２０１６年深圳

ＰＣＴ （Ｐａｔ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专利合作条约）申请量为１．９６万件，占全国

ＰＣＴ申请总数的４６％，并连续１３年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①。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高技术产业如超材料、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深圳已在国内领先。在基因

测序、人脸识别追踪系统等领域的核心技术，深圳则已跻身世界前沿 （许勤，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令人惊讶的是，在国内外众多主流媒体聚焦深圳创新发展的同时，对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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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 来 源： 国 际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ＷＩＰＯ） 的 ＰＣＴ 专 利 数 据 库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ｏｒｔａｌ／ｅ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０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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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研发展和原始创新能力进行微观分析的研究很少。① 为填补以上空白，该

研究从微观视角对深圳基础科研与创新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深圳基础研究和创

新呈现政府科技基金和科研合作双模驱动态势。近年来国际论文发表不仅数量

快速增长，而且高水平、高影响力的科研论文大幅增加。研究主体集聚，优势

学科明显，产学研跨界合作尤为突出。文末跳出数据分析窠臼，结合深圳市当

前的科研发展现状和创建 “世界一流创新城市”的战略部署，在实证分析的基

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国际论文发表是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形式之一，但国际论文在影响力和

创新力上也具有很强的异质性 （Ｍｏｅ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Ｍａｒｔｉｎ　＆Ｉｒｖｉｎｅ，１９８３；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因此，为充分了解深圳基础研究的现状与动态发展趋

势，我们按照学界惯例，分别从科研产出、基础创新能力、科研国际影响力三

个视角出发，对深圳论文产出、机构分布、合作 （国际、国内、跨界合作）、以

及科研基金资助特征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Ｍｏｅ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殷醒民，２００３；

苏林伟等，２０１５；许合先，２００５）。

依据国际性、稳定性和透明性的原则，我们甄选了当前学界公认的三个权

威数据库：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的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以下简称为ＳＣＩＥ／

ＳＳＣＩ）；自然指数期刊数据集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以下简称为ＮＩＪ），以及全球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以下简称为ＥＳＩ），对深圳基础

研究发展进行多维度数据挖掘和评估。②

科睿唯安ＳＣＩＥ／ＳＳＣＩ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自１９００年以来１万２千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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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６年７月对中国知网收录的在１９８０—２０１５年间发表的篇名含 “深圳”的文章进行
检索，发现有９　７２２篇核心期刊文献，对主题来检索 “深圳”和 “创新”的有８５５篇研究，

但涉及 “科研”时则仅有１２３篇文献。通过进一步阅读，发现这１００多篇成果很少是对深圳
科研发展的实证研究。我们继而对深圳市科委资助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软科学项目结题报告进
行分析，发现深圳市政府资助的１５１项软科学课题中，只有一项涉及到对基础科研创新的实
证研究，其实证部分主要是基于国家层面上投入产出的宏观分析和对汤森路透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的ＳＣＩＥ数据库的学科分布描述。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被 Ｏｎｅｘ公司与霸菱亚洲收购，改名为
科睿唯安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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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学术期刊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被世界各国包括 ＯＥＣＤ等国际组织采纳为科研

产出和基础创新分析中的首要统计源，提供科研绩效评估和决策支持。

自然指数期刊数据集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不同于ＳＣＩＥ／ＳＳＣＩ数据库，自

然指数期刊由自然出版集团 （ＮＰＧ）推出，仅包括采取 “加权分值计数法”后

甄选出的全球６８份顶级研究型学术期刊。① 相较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核心数据集

来说，自然指数期刊发表数据更能体现出国家／地区的基础创新能力和优势学科

的发展动态，被学界认同为基础创新的衡量指标。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ＥＳＩ）。ＥＳＩ数据库构建于２００１

年，对全球同年同学科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按照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后，排在

前１％的文章被列为 ＥＳＩ全球高被引文章。ＥＳＩ高被引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

值，其研究成果对学科发展的引领导航与辐射作用受到学术界和科技管理者的

推崇。ＥＳＩ论文成为衡量创新活动特别是基础研究活动的重要指标。

我们采取布尔逻辑方式对以上源数据库进行检索分析。检索地址为深圳，

时间限定为２０１５年之前，文本类型为原创文章 （Ａｒｔｉｃｌｅ）和综述 （Ｒｅｖｉｅｗ）。数

据下载日期为２０１６年９月。在分析之前我们对下载的文本数据进行了多轮清理

和标准化，最终获得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期间深圳在ＳＣＩＥ／ＳＳＣＩ发表的２０　１８０篇科

研论文进行数据分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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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ＮＩＪ期刊先由 Ｎａｔｕｒｅ主编任命的专家遴选出独立专家组推荐期刊。专家组构成主要考
虑学术建树、学科分类，并兼顾性别与国家区域分布。推荐期刊名单通过１０万名科学家网上
问卷，投票结果最终确立入选 ＮＩＪ名单。虽然这６８种期刊还不到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核心期刊
引证报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所收录期刊数的１％ ，但是贡献了接近３０％ 的被引次数，因
此被学界广泛接受为基础创新的重要指标。

在对数据进行系统清理进程中，我们发现本研究的下载数据与之前深圳市科委资助
的软科学研究成果分析结果有差异。在对检索方法和数据多轮检验后我们发现产生的差异部
分由以下原因造成。首先，统计口径不同。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核心数据集包含七大索引数据库
的论文，涵盖超过１２　０００种期刊、超过１６万种会议录以及５３　０００本学术著作。按照科研评
估学界约定俗成的做法，我们下载的数据采取了 Ｗｈｏｌ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的整数计数方法，即凡是
科研成果单位里有 “深圳”的发表均纳入到我们的数据库里。我们的数据分析聚焦在ＳＣＩＥ／

ＳＳＣＩ两大数据库，只统计原创文章 （Ａｒｔｉｃｌｅ）和综述 （Ｒｅｖｉｅｗ）。换言之，没有经过盲审的会
议文章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编委审议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纠错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读者来信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等文献类别将被剔除。这应该是造成我们得出的深圳论文发表数比之前软
科学报告数字略低的原因；其次，本文中的统计数字 （除注明其他数据来源之外），都是在对
源数据下载和系统清理后对相关信息分析的结果，而非依赖线上分析获得的统计数字。比如

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线上分析未将英格兰Ｅｎｇｌａｎｄ，苏格兰Ｓｃｏｔｌａｎｄ，威尔士 Ｗａｌｅｓ以及北爱尔兰

Ｎｏｒｔｈ　Ｉｒｅｌａｎｄ的发表取并集放进英国Ｂｒｉｔａｉｎ研究成果之中。这一现状若不通过线下校正，必
将低估英国基础研究成果，这可能是我们统计的深圳与其他欧美国家合作值及合作率高于以
往报告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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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分析

（一）主要趋势

数据分析发现，深圳市第一篇被 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数据库收录的国际论文

发表于１９８５年，即特区成立的第五年。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深圳市每年发

表的ＳＣＩＥ／ＳＳＣＩ论文量一直在较低水平徘徊：１９９３年之前，每年发表的国际文

章数目均少于１０篇。２０００年后这一情形得到改观。２００３年深圳国际科研发表

首次突破三位数，呈现快速增长。最近十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发文１９　２１８篇，数

量增长近１０倍。同期深圳的自然指数期刊 （ＮＩＪ）发表和高被引论文 （ＥＳＩ）数

目也增长迅猛。ＮＩＪ论文增加超过２０倍：从２００６年最初的１０篇，增加到了

２０１５年的２７４篇。ＥＳＩ高影响力论文也从２００６年的３篇，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８４

篇，使得深圳的高被引论文／深圳国际发表占比达到１．６％，为同期全球均值的

１．６倍。

（二）主要科研机构

深圳２０００年之后的科研腾飞无疑与其持续的巨额研发投入、系列科技创新

政策以及１９９９年虚拟大学园的成立紧密相关。特区灵活政策使得深圳在短时间

内陆续引进了许多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院所，并吸引了众多科研人员加盟。我

们的数据分析显示：深圳论文的发表在科研机构层面呈现高度聚集的态势。从

发文量来看，深圳大学位列该区最重要的科研机构，发表或参与发表了该市将

近四分之一的国际论文。紧随其后的是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哈尔

滨工业大学。这些院校均在深圳设立研究机构或者建立深圳校区。前十大发文

机构一共发表了７７％的论文，其中前四大发文机构参与发表了１１　４１７篇论文

（５６．６％），占据了深圳国际论文发表的半壁江山。同总体国际科研发表呈现的

模式相同，深圳自然指数期刊论文与高被引论文发文机构更为聚集：前十大发

文机构论文发表占比分别达到深圳 ＮＩＪ的９０％和ＥＳＩ论文的８０％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其他城市，深圳企业在科研论文的国际发表上表现

不俗。华大基因一枝独秀，发表１　０４７篇论文，位列深圳国际论文发表的第七

位。在自然科学指数期刊上华大基因更是最重要的贡献方，约占深圳总份额的

２３％。而在全球高被引论文中，深圳高达三分之一最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都至

少有一位华大基因学者的参与。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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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合作

１．国际科研合作

随着新无形学院 （Ｎｅｗ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的发展壮大，跨国界、跨区域

的科研合作和知识传播在世界各地均取得了长足发展，并成为有效监测和利用

其他区域研发投资成果的一个重要手段。深圳也不例外。数据显示国际合作论

文在深圳国际论文发表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所有国际论文发表上看，深圳市

２７％的论文是国际科研合作成果。ＮＩＪ论文的国际合作率为４７％，是前者的近

１．７５倍，而 ＥＳＩ高被引论文中则有６０％是通过国际合作发表，更是显著高于普

通国际论文合作率，显示出国际合作对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驱动作用。

深圳的国际科研合作在地理分布上较为聚集，近九成国际合作论文是和前

十个主要合作国完成。其中，美国是深圳最主要的合作国家：深圳将近一半的

国际合作论文是与美国学者合作完成的，其后依次是英国 （１３％）、新加坡

（１０％）和澳大利亚 （９％）等发达经济体。从基础创新指标 ＮＩＪ发表数量和全

球高影响力论文ＥＳＩ来看，美国依然是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排在其后的是丹麦

和英国、德国。前十个主要合作国分别占到国际合作产出的９６％和９４％。

从合作机构层面上看，深圳同全球近１００个国家的３　０００余家科研机构建立

了直接或者间接的科研合作关系。出乎意料的是在自然指数期刊论文和高被引

论文发表上，深圳最主要的国际合作机构排在前两位的不是英美的一些顶尖高

校，而是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和沙特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这些机构在

深圳最主要的合作方均为华大基因。

２．国内科研合作

在１９８６—２０１５年深圳市发表的２万篇国际论文中，６９．７％ （即１４　０７３篇）

的论文是通过跨省合作完成的。跨省区域合作论文和深圳的总论文的增长趋势

保持一致。深圳的国内合作方主要来自基础科研资源比较丰富的北京、香港、

上海、湖北以及江苏等地区。其中将近四分之一的深圳论文是同北京的科研机

构合作完成的，其后的主要合作方来自香港。在省内，深圳主要和广州进行合

作：这两个城市一共合作发表论文２　７８１篇，其中主要合作机构为中山大学和华

南理工大学。地缘上已有的紧密科研合作无疑为未来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高

地的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３．跨界合作

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基础科学研究是深圳市一大特色。同其他地区

３５

创新型城市的基础科研发展评估：基于深圳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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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深圳高校及研究院所依旧是基础研究的最主要贡献方。但不同的是深圳

企业也深度参与了基础科学研究并同高校以及其他科研机构建立了较为密切的

合作关系。发表机构的类别分析显示，过去三十年深圳企业参与发表了２　８８４篇

论文，占深圳国际论文的１５％。超过四分之一的 ＮＩＪ论文和４０％的ＥＳＩ论文均

有企业的贡献。如图１ （ａ）所示，近９０％ （即２　５８８／２　８４４）的企业参与的国际

发表是与高校合作的结果，约４５％ （即１２６７篇）与科研院所合作，约９％

（２６５篇）有医院参与，而企业界内知识生产的所占比重仅为３．３％ （即论文没

有任何医院、高校或科研院所、政府机构的参与）。如图１ （ｂ）、 （ｃ）所示，自

然指数期刊发表和高被引论文中深圳企业跨界的合作率更是惊人，分别高达

１００％和９８％，这也进一步体现出深圳市基础研究和创新中广泛的产学研跨界合

作特征。

（四）优势学科分布

识别优势学科是提高政府资源有效配置，实现科技政策效益最大化的重要

前提。图２ （ａ）通过科学覆盖图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ｖｅｒｌａｙ　Ｍａｐ对深圳基础研究的优势学

科进行可视化。在科学覆盖图中，黑色和灰色的背景弧线是在引文分析的基础

上构建的２２５个学科子类之间的相互联系，覆盖其上层的节点代表深圳国际论

文发表的所在学科领域。背景弧线的粗细表征学科之间联系的强弱，即学科之

间互引次数越多，弧线越粗，则学科的关联度越强。对该可视化的详细分析请

参阅雷德斯道夫 （Ｌｏｅｔ　Ｌｅｙｄｅｓｄｏｒｆｆ）和拉福尔斯 （Ｉｓｍａｅｌ　Ｒａｆｏｌｓ）（Ｌｅｙｄｅｓｄｏｒｆｆ　＆

Ｒａｆｏｌｓ，２０１２）的研究。对深圳发表的论文按互引关系进行聚类分析后，形成

１９个宏观的学科 （如方框标签）。相同色度的节点同属一个宏观学科。节点面积

的大小与深圳在该学科国际论文的数量成正比 （Ｔａｎｇ　＆Ｓｈａｐｉｒａ，２０１１；Ｌｉｕ　＆

Ｌｉａｏ，２０１７）。

如图２ （ａ）所示，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间，深圳科研发表覆盖了ＳＣＩＥ／ＳＳＣＩ数

据库中２２５个学科子类中的２１９个领域，其中前１０个学科占据了４６％份额。深

圳在材料科学 （１１％）、电子电器工程 （８．９％）、应用物理 （７．７％）等基础研

究领域表现尤为突出。① 为了探究深圳近十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基础研究学科的

动态演变，我们将科研产出进一步划分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两个

五年阶段来计算发表比重最高的前十个学科领域。如图２ （ｂ）和 （ｃ）雷达图所

４５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创新国家与创新政策专栏

① 此外，我们对深圳的自然指数期刊论文和高被引论文的优势学科动态进行可视化，

分析结果再次凸显了深圳在上述领域的学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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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深圳 “十一五”和 “十二五”期间，其基础学科的优势领域基本保持不

变，跨学科材料科学、电气电子工程、应用物理位列前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间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领域论文占比５．９％，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间

降至４．５％，但 “十二五”期间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 （３．５％）晋升为前十研

究领域。同期交叉学科异军突起，以高达６．７％的占比位列第四。进一步对深圳

ＮＩＪ和ＥＳＩ论文关键词词频分析显示，深圳在基因序列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蛋

白质 （Ｐｒｏｔｅｉｎ）、复合物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ＤＮＡ、纳米微粒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等具

体研究方向上优势明显。

（五）科研基金资助

加大科研投入是提升基础研究、加快源头创新的最重要举措之一 （苏林伟

等，２０１５；柳卸林、何郁冰，２０１１；杨卫，２０１３）。我们对论文致谢中的科研基

金信息进行分析发现，深圳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期间发表的１７　４０１篇ＳＣＩＥ／ＳＳＣＩ

论文中①，约８７％的成果获得了科研基金的资助。同期９６５篇ＮＩＪ论文中资助率

为９８％，３０４篇ＥＳＩ论文中资助率为９６％，均显著高于其国际论文总体的资助

率，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科学基金资助对重要科研成果和源头创新的正面影响。

表１列出深圳国际发表排名前五的科研资助机构。深圳基础科研的资助格局

相对稳定。不管是所有国际发表还是自然指数期刊和全球高影响力论文，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深圳市政府、广东省政府、国家科学技术部和香港政府都是

位列前五的资助机构。相较于深圳所有国际期刊来说，深圳市政府和广东省政

府对自然指数期刊和高被引论文发表的资助位次分别从原来的第二位和第四位

降低到了第三和第五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政府在识别和资助高水平创

新成果和研究团队上的相对落后。

基金资助分析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国外基金机构 （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院 ＮＩＨ、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ＮＳＦ以及欧盟的一些研究基金会）积极参与到

了深圳的科研成果资助上，４７％的深圳ＥＳＩ论文和４１％的深圳 ＮＩＪ论文获得国

外基金部门的资助，这一点和深圳的高国际合作率紧密相关。

５５

创新型城市的基础科研发展评估：基于深圳的实证分析◆

① ＳＣＩＥ／ＳＳＣＩ数据库自２００９年开始系统收录国际发表的基金资助信息，故本文基金资
助的分析覆盖年份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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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深圳国际论文发表的主要资助机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位
次

总体 ＮＩＪ　 ＥＳＩ

资助机构 篇数 比重 资助机构 篇数 比重 资助机构 篇数 比重

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员会

９　９１７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员会

６２２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员会

１７７

２ 深圳市政

府

５　０３９ 科技部 ４２４ 科技部 １２２

３ 科技部 ４　２７０ 深圳市政

府

２９８ 深圳市政

府

１１３

４ 广东省政

府

２　７８１ 香港政府 １９９ 香港政府 ６７

５ 香港政府 １　８９３ 广东省政

府

１２４ 广东省政

府

５３

前五资助

机构

１３　３７５　 ７７％ 前五资助

机构

７９４　 ８３％ 前五资助

机构

２３９　 ７９％

资料来源：作者对ＳＣＩＥ／ＳＳＣＩ、ＮＩＪ、ＥＳＩ数据库中深圳发表的国际论文进行下载、清洗、

整理后计算所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发现

１．深圳基础研究创新特征

研究发现，深圳科研产出近年来快速增长，其中高水平、高影响力科研论

文也大幅增加。深圳国际论文发表、基础创新研究成果发表以及高影响力科研

成果发表均在科研主体与研究方向上呈现高度聚集分布。科研产出的主要贡献

机构为深圳大学、中科院、清华、北大等高校驻深院所。企业中华大基因在基

础创新上表现突出。优势研究主要集中在材料、电子电气工程和应用物理领域。

其次，深圳科研成果呈现政府科技基金和科研合作双模驱动态势。数据分

析显示：深圳超过八成的科研发表是科技基金资助产生的成果，自然指数期刊

论文和高被引论文中受到基金资助的比率高达９５％以上，一定程度反映科学基

金资助切实地促进了创新成果和高影响力论文的产生 （苏林伟等，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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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与全球１００个国家３　０００余家科研机构建立了直接或者间接的科研合作

关系，四分之一的科技发表是国际合作的成果。其中科技强国美国是深圳最主

要的合作国家。深圳的国内合作方主要来自于科研资源比较丰富的北京、香港、

上海、湖北以及江苏五地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基础科学研究是深圳市

一大特色。虽然深圳科研高校及研究院所仍是国际发表的最主要知识贡献方，

但１５％的深圳国际发表论文、超过四分之一的自然指数期刊论文以及五分之二

的全球高被引论文有企业参与，且跨界合作特征显著。

２．深圳基础创新发展面临的瓶颈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科研的突进。城市的可持续创新离不开源头

创新和优势学科的发展壮大。目前国内外许多城市都提出了建设科技创新型城

市的愿景和战略目标。深圳市政府将其定位为 “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科技体

制改革先行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开放创新引领区和创新创业生态区”，

并提出要到２０２０年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科技创新中心的愿景。

毋庸置疑，深圳在经费投入、人才培育、科研平台、政策环境建设等方面

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来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仅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期间，深圳

市政府出台了９２条政策法规促进科技创新发展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２０１７）。以２０１１年启动的 “孔雀计划”为例，该政策为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团

队来深创业创新，给予系列配套的政策、补贴、资源扶持，在顶尖人才团队的

资金投入采取 “上不封顶”原则。截至２０１５年年底，深圳已累计引进创新团队

６４个、海归人才近６万人，涵盖全市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深圳在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发展上面临一些问

题与不足。

首先，虽然深圳在总体Ｒ＆Ｄ经费投入强度高，但从投入类别来看，对基础

研发的投入不足；从投入主体上看政府对基础研发投入与其他一线城市尚有较

大差 距。以 ２０１５ 年 为 例，北 京 市 基 础 研 究 投 入 占 全 市 Ｒ＆Ｄ 经 费 总 量 的

１３．８％，上海市８．２％、天津市４．１％，而深圳仅为０．９％。这说明在基础研发

投入上，深圳较东部一线城市差距较大。这与深圳国际成果发表上的资助方排

序相呼应，表明提高深圳原始研发创新能力首先需要在资金投入上继续加强。深

圳基础研究资金来源结构仍较为单一，企业资金一家独大，而政府对基础科研

与创新投入占比相对较低。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５年，深圳市企业资金占政府 Ｒ＆Ｄ经

费支出比重均超过９０％，而同期政府资金占 Ｒ＆Ｄ经费支出比重则低于５．２％。

这与研发创新资金来源企业和政府投入并重的上海形成鲜明对比。２００９年上海

政府资金占比为２６．６％，企业资金占比为６６．８％；到２０１５年上海市政府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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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入占比提高到３６．４％，企业比重降到５７．８％。从这一点来看，深圳市政

府部门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强势介入和推动方面亟待提高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

术部，２０１０—２０１６；深圳市统计局，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此外，分析显示深圳科研影响力和基础创新能力已取得长远进步，在一些

新兴产业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并取得重大突破，但在基础科研创新还缺乏国际领

军人物，与国际国内其他发达地区差距明显。以深圳科研强项材料、电子电器

工程领域、应用物理为例，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期间全球被引频次排在前１００篇的

这三类文章中，深圳学者无人参与贡献；对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数据库检索发现，

２０１５年中国大陆高被引科学家入选１０７人，深圳三人入选，这与北京 （３１人）、

上海 （９人）等地的高被引科学家人数也有较大差距，应该引起深圳市政府科学

管理层和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二）政策建议

从美国 加 州 的 硅 谷 到 波 士 顿 地 区 的 １２８ 路 线 再 到 北 卡 的 研 究 铁 三 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国际发达地区的创新研究活动经验告诉我们：越是经济发

达的地区，政府在基础创新研究中的指导作用越是积极主动，特别是在涉及重

大基础交叉领域研究时要起到重要协调作用 （Ｂｌｏｃｋ，２００８）。在充分了解本地

区科技发展的实力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政府可以在经济发展尤其是促进创新

方面发 挥 更 为 积 极 的 作 用，成 为 “企 业 家”、风 险 承 担 者 与 市 场 创 造 者”

（Ｍａｚｚｕｃａｔｏ，２０１３）。结合当前深圳基础研究现状，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从可持续创新发展整体来看，特别是在深圳建设 “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一流科技创新中心”的新战略要求下，深圳在基础科研和源头创新投入上仍

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深圳政府的基础科研基金投入在总量增加的基础上应该

更加注意结构上的调整。通过前瞻性科研战略布局在深圳已有的基础创新优势

领域提升科研投入，加大战略性产业领域的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特别是要提

高一定比例的资金在基因序列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蛋白质 （Ｐｒｏｔｅｉｎ）、复合物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ＤＮＡ、纳米微粒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等国际研究前沿的支持力度。

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在深圳的优势学科和战略性新兴学科上，掌握世界前沿

领域的核心技术。

第二，在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上，深圳市政府应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配置创新资源，巩固和加强国际合作和跨界合作，促进优势学科的长远发展

和知识转化。积极同欧美著名研究机构以及国际企业巨头展开多种方式的合作

与学习，加强国际科研及学术交流，共享高水平科技成果。同时深圳市政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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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积极促进国内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区的产学研合作。企业同高校合作的

学术研究产出形式多样：包括创新的专利、技术转让，和共同发表的学术论文。

专利和技术转让活动容易观察和测度，并直接体现经济效益，因此以往研究多

围绕专利转让和技术许可展开，而对企业、高校合作发表论文的研究并不多见。

本文通过对深圳国际发表文献总体、自然指数期刊发表和全球高被引文章的合

作机构分析发现，企业通过跨界合作方式参与基础科研创新是深圳研发的一大

特色。企业与高校之间的有效合作将大力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充分发挥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机构所具备的丰富知识和人力资源优势，

以及企业对新技术、新产品和市场敏锐的把握，不仅能节约研发成本，加快产

品开发进程，而且加快高校自身的知识更新、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建议

未来深圳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继续推进产学研的多维度交流合作，促进深圳科

研高校与企业的相互依存与广泛合作。

第三，在人才吸纳上，深圳不仅仅要吸引 “基础科研国家队落户深圳”，还

要放眼全球，延揽国际顶尖科研人才以掌握世界性前沿科学的脉搏。鼓励海外

创新人才来深创业，通过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正面宣传，塑造深圳市建设 “国际

创新城市”的魄力，增强创业者信心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人才培养上，不仅

以才引才，还要以才养才。基础研究人才不能光靠引进，本土培养对于深圳基

础研究的长远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深圳市政府应充分利用 “粤深港创

新圈”的优势以及深圳与国内其他地区之间多层次多方位的合作，推动教育、

科研、人才培养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发挥国际合作开放优

势，注重在全球范围集聚配置创新资源，在更高层次参与全球科技合作，积极

推动本地高等院校创新人才梯队的可持续培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进一步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其实不仅仅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石，也是提升区域竞争优势、

建设国际创新城市的有力保障。作为中国最近３０多年来成长起来的新型城市，

深圳可持续创新发展的软肋在于缺少一流重点高等院校和基础源头创新。考虑

到深圳未来土地资源约束和日益上涨的成本压力这一点尤为严峻。深圳若想在

未来持续释放出可观的创新动能，实现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

市”，必须补齐发展中的基础源头创新短板、调整科技支持结构、扩大与国际顶

尖机构的合作来整合资源，为城市未来可持续创新发展打造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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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勤（２０１７）．２０１７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３日在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

表大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上．深 圳 政 府 在 线：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ｚ．ｇｏｖ．ｃｎ／ｚｆｂｇｔ／ｚｆｇｚｂｇ／２０１７０３／

ｔ２０１７０３０３＿６０２６８０４．ｈｔｍ．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０日访问．

２６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创新国家与创新政策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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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成樑、龚六堂（２０１３）．Ｒ＆Ｄ规模、Ｒ＆Ｄ结构与经济增长．南开经济研究，２：３－１９．

杨立岩、潘慧峰（２０１１）．人力资本、基础研究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４：１０４－１１７．

杨卫（２０１３）．为创新驱动发展固本强基．求是，１４：５２－５４．

殷醒民（２００３）．我国科技原创力的界定及其解释．社会科学，５：５－１２．

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２００６）．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

（深发〔２００６〕１号）．

钟坚（２００９）．关于深圳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几点思考．管理世界，３：１７２－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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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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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ｇｒａｆｉｓｋａ　Ａｎ　ｎａｌｅｒ，Ｓｅｒｉｅｓ　Ｂ，Ｈｕ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８４Ｂ（２）：１１１－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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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ｏｋｅ，Ｐ．（１９９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

Ｇｅｏｆｏｒｕｍ，２３：３６５－３８２．

Ｅｔｚｋｏｗｉｔｚ，Ｈ．＆ Ｌｅｙｄｅｓｄｏｒｆｆ，Ｌ．（１９９５）．Ｔｈｅ　Ｔｒｉｐｌｅ　Ｈｅｌｉｘ－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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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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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ｇｅｒｂｅｒｇ，Ｊ．，Ｍｏｗｅｒｙ，Ｄ．Ｃ．＆ Ｎｅｌｓｏｎ，Ｒ．Ｒ．（２００６）．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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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９８４－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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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ｚｚ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１）：１－１４．

３６

创新型城市的基础科研发展评估：基于深圳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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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创新国家与创新政策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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